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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酸化是土壤质量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农业活动对其有极其重要的驱动作用。本文从土壤酸化加

速的农业主驱因素：化肥、作物及有机物料等方面阐述它们对土壤酸化的影响。认为化肥尤其是生理酸性肥料和含硫

肥料的不合理施用加速土壤酸化，而氮肥的致酸除受氮素形态影响外，硝化作用及硝化产物的淋溶是重要的致酸原因，

同时豆科作物的固氮致酸作用也不容忽视。作物通过选择性吸收盐基阳离子，通过秸秆和子粒转移出生产系统后，导

致土壤盐基量减少，土壤表面交换性酸增加；作物根系呼吸、根系分泌物及土壤溶液中重碳酸盐的淋溶也引起土壤酸

化；而秸秆和畜禽粪便对土壤酸化的影响除受土壤本身性质影响外，秸秆中的灰化碱含量、畜禽粪便中的碳及氮和盐

分去向对酸化也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土壤酸化；氮循环；碳循环；秸秆；畜禽粪便 

中图分类号：S153.4；S152

土壤酸化是土壤固相(矿物和有机质) 和液相的

总碱中和容量(ANC)的减小[1]。它是由于土壤中的 H+ 

循环脱节而引起的[2]。构成 ANC 的土壤成分包含 3

个方面：快反应物质组分、速率受限但动力学过程已

知的物质组分和极其缓慢的物质组分(对生态系统影

响较小)[3]。快反应物质对土壤溶液成分有直接的影

响[4]，该类物质在土壤–溶液界面能迅速发生化学反

应，如阳离子[5]；慢反应和极慢反应物质组分的反应

主要包括阴阳离子被植物吸收、氧化与还原、原生与

次生矿物的分解等[6]，在土壤长期酸化过程中，土壤

的强度因素受容量因素的控制。 

土壤酸化是自然过程[7]。不合理的农业管理措施

往往导致酸化作用的加速[8]。然而，农业措施对土壤

酸化作用的研究一直未受到重视[9]。近几年来，在国

家行业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支持下，土

壤酸化的农业影响研究逐渐深入，施肥、耕作及管理

等农业措施对土壤酸化的影响逐渐被认识，但由于土

壤酸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目前，对其研究多以现

象观测为主，对现象的解释尚停留在表观的定性描述

上，对实验结果缺乏机理性的深入分析。本文从肥料、

作物、有机物管理等角度综述了影响土壤酸化的农业

因素，以期为土壤酸化的机理研究及土壤酸化修复提

供参考。 

1  土壤酸化的农业主驱因素 

虽然土壤酸化常因酸沉降的加速作用而备受关

注，但酸沉降不是加速土壤酸化的唯一源头[10–11]。在

生态系统中，酸度平衡主要受酸沉降、氮循环、碳循

环、作物选择性吸收、作物根系外泌质子(H+)及盐基

离子淋溶等因素的影响[11]，由于在农田生态系统中酸

沉降导致的酸化作用比施肥弱，本文主要从肥料、作

物及土壤等角度阐述酸的来源及其过程。 

1.1  化学肥料的施用 

1.1.1  氮肥施用    生理酸性肥料和化学肥料的过

量施用，特别是生理酸性肥料和铵态氮肥的长期过量

施用，是加速土壤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12]。田间研

究发现，重施氮肥能导致土壤严重酸化，并显著提高

土壤铝、铁含量，增加土壤交换性铝和可溶解性铝的

活化[13–14]。波兰华沙长期肥料试验地 30年连续施用

硝酸铵的土壤其 pH下降 1 ~ 2单位，土壤交换性铝

增加 6 倍[15]。盆栽试验表明，在酸性土壤中施用硫

酸钾、硫酸铵、尿素及硝酸铵都会使土壤的酸度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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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增大[2]。 

不同形态的氮肥对土壤的酸化能力存在差异，

主要受根系以何种方式吸收氮素有关。一般认为，

施用铵态氮时，由于总吸收量中阳离子量大于阴离

子量，植物为了维持体内电荷平衡和细胞正常生长

所需的 pH，根系分泌出 H+，使根土界面 pH 下降；

而施用硝态氮时，在总吸收量中阴离子量大于阳离

子量，根系分泌出 OH– 或 HCO3
–，使根–土界面 pH 上

升[16]。来自铵态氮肥中的铵(NH4
+)在土壤中的硝化反

应释放H+，也是该类肥料加速酸化的原因，将在下

文讨论。 

通常不同氮肥品种的酸化能力表现为(NH4)2SO4> 

NH4Cl>NH4NO3>CO(NH2)2、NH4HCO3
[17]。但在红壤

等强酸性土壤中，由于红壤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铁，可

以对 SO4
2– 发生专性吸附，并释放出羟基，部分中和

了土壤中的 H+[18]。而 NO3
–则不能与红壤表面发生配

位吸附，相同原因可以解释硫酸钾、硝酸钾和氯化钾

三者相比，后者使 pH 降低更为明显[2]。 

1.1.2  施用硫肥及含氯化肥    长期施用含硫和含

氯肥料尤其是含硫肥料会造成土壤酸化，但 pH 下降

有阶段性，遵循“平衡–突变–平衡”的规律。这是因

为土壤胶体使土壤具有强大的缓冲性能，使土壤的活

性酸度(pH)与交换性酸度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可

防止土壤 pH 的大起大落。但当 H+ 积累到一定程

度以后，这种动态平衡被破坏，于是发生突变，然后

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平衡[19]。 

在硫循环过程中有机硫的矿化会产生 H+，但

该过程会通过植物及微生物吸收和同化 SO4
2–-S 来

平衡[20]。单质态硫(单斜硫和方斜硫)施入土壤后通常

发生缓慢氧化，转化为 SO4
2–，对应产生等电荷量 H+，

SO4
2–在淋溶过程中也会携带等电荷当量的阳离子加

速土壤酸化[21]。而通常土壤中硫循环量约为氮循环

量的 10%[22]，这与单位物质的量的硫和氮因 SO4
2–和

NO3
–在土壤反应的差异而不同，对高度风化的土壤，

SO4
2–被强力吸附，因此淋失量减少，而被植物吸收循

环途径则大大增加。对 NO3
–，由于其易被淋失，因此

NO3
–淋溶伴随盐基离子导致土壤的持续性酸化[23]。 

1.2  土壤–植物系统的氮循环过程 

在封闭系统里，氮的转化没有氮的增加和减少，

也没有 H+ 的增加和减少，该理论已被很多研究者证

实[24–25]。然而，上述不同过程在土壤与植物间有着

空间上的差异，植物吸收大量游离的 NO3
–及来自植物

残渣和动物粪便残留的有机氮，如果这些形式的氮数

量发生改变，或者损失掉，那么 H+ 就会失去平衡，

导致长期的土壤酸化。 

1.2.1  氮的硝化及淋溶是加速土壤酸化的重要因

素 [26–27]    在正常氮循环过程中，氮在生物体内的

积累并不伴随 H+的净增加，主要原因是氮素本身来

自大气，通过植物的生物固氮作用转化为有机氮。土

壤中的有机氮矿化成矿质氮会消耗 H+，而 NH4
+ 被植

物吸收释放出H+，H+ 的净增加为零；每 1 mol NH4
+ 因

硝化作用产生 NO3
– 时释放 2 mol的 H+，当 NO3

– 被植

物吸收时要消耗 1 mol H+，对土壤酸化贡献仍然是  

1 mol H+ [9,28]。因此氮硝化作用导致的酸化主要源于：

①氮投入量高于植物吸收量和积累氮以及有机态氮；

②硝化产物的淋溶导致土壤盐基离子的损失[29]。 

当带有负电荷的 NO3
–和其他阴离子流失时，多

余的 H+ 残留在土壤中。硝酸盐淋溶会造成长期的土

壤酸化，存在两种情况：①如果施入含 NH4
+ 的肥料，

接着在土壤里被氧化成 NO3
–，那么硝化作用会产生 2

个 H+，硝化作用和氨化作用并存就会产生 1个 H+。

如果硝酸盐损失，残留的 H+ 会造成土壤酸化[24,30]；

②当 N2吸收同化到植物时，蛋白质将会导致 H+ 外

溢到土壤根际，植物蛋白或者动物粪便尿液分解产物

将会结束硝化作用。除非所有的 NO3
–被植物或微生

物吸收转化成蛋白，否则多余的根际和氨基酸硝化作

用产生的 H+ 将会残留在土壤里。Tarkalson等[31]对小

麦与大豆及玉米的轮作系统土壤酸化规律进行研究，

发现施氮是 41 年来土壤酸化的主要因子，而施氮导

致的硝酸盐淋洗致酸量占总酸量的 59% 以上。 

目前对氮投入导致的土壤酸化研究多停留在表

观酸度的变化上，很少有具体的酸化速率、酸化机

制等相关研究；研究对象上多集中在森林、草地及

集约化蔬菜地等旱作土壤[30,32–33]，对水稻土的研究

尚不多见。虽然水稻土在淹水过程中存在 pH向中性

发展现象，但长期植稻及施肥下，水稻土呈加速酸化

的趋势已是不争事实[34]，对水稻土酸化规律的研究，

目前还需从铁铝氧化物作用、氮循环等角度进行深入

解析。 

1.2.2  铵盐的吸收与同化    当铵盐在土壤发生氨

挥发或在植物根部发生同化时，1 mol NH4
+ 挥发成

NH3时会产生 1 mol H+，而 NH3转化为氨基酸也会产

生少量的 H+。其原因在于多数植物将 NH3转化为含

二羧酸的氨基酸，如冬氨酸、谷氨酸或它们的中间产

物。冬氨酸、谷氨酸含有活跃的羧基，在细胞质和木

质部中可以解离出 H+，植物为了保持体内的 pH 平

衡，将解离出的 H+ 通过根部排出[30]。不管铵盐同化

发生在根部还是嫩叶上，一个 H+ 都是由一个 NH4
+ 

去质子化产生的，还有少量的 H+ 是由 NH3同化为氨

基酸和蛋白质(这些氨基酸和蛋白的等电点小于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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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 pH)时产生的。例如，甜菜类施用铵态氮肥时，

每吸收 1 mol NH4
+ 会释放 1.1或 1.2 mol H+ [35]。 

1.2.3  豆科植物的固氮作用    豆科植物在加速土

壤酸化进程中作用通常大于非豆科植物，主要原因是

豆科植物氮循环在土壤酸化的进程中的作用显著。豆

类植物固氮时会将 H+ 释放到土壤根际中，这些 H+ 

部分产生于豆类根里的氨基酸羧基基团[30]。豆科类

植物固氮造成酸化，每固定 1 mol N2理论上可以增加

1 mol H+，相当于植物多吸收阳离子的量[30]。原因在

于植物吸收 N2的同时，碳同化产生 H+，为了保持 pH

的平衡，H+ 与植物必需的阳离子交换释放到根外。

相对于温带豆科类植物而言，一些热带豆科类植物在

固氮过程中没有明显的酸化根际现象，部分原因在于

氨同化产物似乎是酰脲(脲囊素，尿囊酸)，它们有高

的解离常数(pKa = 8.96)，因而不太可能在细胞质和

木质部中被解离成 H+。研究发现很多热带豆科类植

物积累的阳离子没有温带豆类植物多，H+ 释放量主

要取决于植物中氨基酸和有机酸合成的形式和多少。

而对于长期种植豆科作物的农田，根际 H+ 从植物

的有机酸合成和分解中增加。每固定 1 mol N的三

叶草所产生的多余阳离子与黑麦草相似，比例大约

为 0.4︰1，与苜蓿(0.41︰1)和豆类(0.36︰1)类似[30]。 

1.3  作物选择性吸收盐基阳离子 

植被吸收的盐基阳离子被转移出生产系统是加速

土壤酸化的重要原因[8,10]。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土

壤溶液中主动或被动吸收氮和盐基阳离子，导致土壤

中阳离子的损失，植物死后将碱性物质归还土壤，

中和根系分泌的酸；当农产品收获并从土地上移走，

其体内积累的碱性物质也随之带走。因此植被对盐

基阳离子的吸收是一个重要的土壤致酸源[36]。该过

程分泌的 H+ 量与植物吸收的过量阳离子量呈著正

相关[26,37]。目前对森林、草原等非农田生态系统土壤

酸化的研究较为深入，认为土壤酸化加速主要源自森

林的砍伐和牧草的过渡放牧[38]。对农田土壤生态系

统，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植株对盐基阳离子的吸收转

移在加速土壤酸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8]，Xu 等[14]通

过研究不同类型植株灰化碱添加对不同土壤酸度的

影响，反向验证了植物选择性吸收盐基离子在土壤酸

化的重要作用。 

对农业生产系统，植物选择性吸收阳离子的致酸

作用，主要体现在地上部的收割，而与子粒的移走关

系较小，这是由于地上部秸秆的灰化碱含量高于子粒

的缘故，因此，较高的产量下，秸秆的移走会导致酸

化的加剧[37]。不同种类植物灰化碱含量不同(净盐基

量：盐基阳离子减去阴离子)。对稻/麦轮作系统，有

研究显示小麦秸秆中灰化碱(ash alkalinity，为盐基阳

离子总量减去阴离子量)含量约为 15 cmol/kg[39]，水

稻的灰化碱含量约为 15 ~ 34 cmol/kg[40]，发现在单

施化肥基础上增施猪粪有机肥可能会导致稻/麦轮作

系统作物盐基离子转移量较单施化肥处理大幅上升。

一方面，水稻和小麦的地上部生物量大，施用化肥的

基础上增施猪粪会导致籽粒及秸秆生物量的上升，另

一方面，增施猪粪处理水稻秸秆灰化碱含量可能高于

纯化肥处理，导致植物通过秸秆和子粒转移的灰化碱

含量上升。因此对不同作物种植模式下，植物收获转

移的致酸作用及其与碳氮循环等致酸途径的关系的

研究尚需深入。 

1.4  根系呼吸及代谢产物对土壤矿物的溶解作用 

1.4.1  植物根系及根际微生物的呼吸作用    根系

及根际微生物的呼吸作物促使土壤空气中 CO2 含量

上升，通常根系附近 CO2浓度为大气浓度的 10倍以

上，高达 4 000 mg/kg。因此，当 CO2 溶解于水并发

生离解时，产生的 H+ 可以使硅酸盐溶解[41]，导致矿

物中对酸具有缓冲作用的碱性组分释放。在淋溶过程

中，土壤碱性物质的淋失，促进土壤酸化的加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壤酸化过程中 CO2 的作

用往往被忽视。而实际上，碳酸的溶解及含羧基的合

成与解离对土壤 pH 有潜在的巨大作用[42–43]。这种

潜在的作用在土壤溶液 pH>4.5 时意义巨大，但取决

于 CO2 分压
[44]。此外，CO2 分压的上升提高土壤溶

液中 HCO3
– 的浓度，从而提高了土壤溶液的  ANC  

并加强了土壤阳离子淋溶的潜在可能性，这甚至

在  pH < 5.0 的酸性土壤都可以发生[45]。对不同酸度

下土壤所发生的中和反应，研究认为 pH 在 6.2 ~ 

8.6 时，为大气中 CO2 与土壤中 H2CO3 平衡过程
[46]，

而对偏中性土壤，由于大气及土壤呼吸导致的 HCO3
– 

淋溶致酸量不可忽视[31]。增施猪粪通常导致土壤呼

吸作用的增强，鲁艳红等[47]研究显示，红壤 26 年

长期不同施肥下，单施化肥虽然增加了土壤呼吸速

率，但远低于增施猪粪处理，增施猪粪下一方面土

壤有机碳含量增加，同时微生物活性和酶活也相应

提高[48]，因此，不同施肥处理及增施猪粪下，土壤

呼吸作用必然存在差异，导致增施猪粪处理土壤 

HCO3
– 淋溶量可能大于单施化肥处理。 

1.4.2  根系分泌物    植物分泌的有机酸种类较多，

分为专性分泌物和非专性分泌物。在营养胁迫条件

下，根分泌物的数量大大增加，光合作用固定碳的

25% ~ 40% 可以通过根系分泌作用进入根际[49]。根

分泌物的组成也受胁迫条件的影响而产生极大的变

化，特别是专一性根分泌物的合成、释放和在根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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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动态对根际土壤性质、微生物活性及植物生长发

育可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专一性根分泌物——麦根酸

类植物铁载体，是一类非蛋白质组分的氨基酸，对微

量元素如铁、锰、铜和锌的螯合效率特别高。 

植物非专性分泌有机酸也能促进土壤矿物的化

学风化。现已鉴定出的低分子量有机酸主要有柠檬

酸、草酸、琥珀酸、苹果酸、乳酸及氨基酸等。植物

在缺磷、钾、铁、锌等情况下，会分泌有机酸，其种

类和数量因植物类型、年龄及部位等而异[50]。如玉

蜀黍在缺钾下根系苹果酸、柠檬酸含量可分别达到鲜

重的 33 mmol/g，19.7 mmol/g；缺磷下，白扇豆排根

分泌的柠檬酸可达成熟干物质重的 150 mg/kg，柠檬

酸浓度在根际可达 50 μmol/g[51]。。 

1.5  有机物料的投入对土壤酸化的作用 

1.5.1  秸秆类有机物    大量的试验表明施用有机

物质能够提高土壤 pH，降低土壤铝的饱和度和可溶

性[52–53]；也有研究表明施用有机物会导致土壤酸度

增加现象[9,54]。关于秸秆对土壤 pH 的影响上存在许

多矛盾现象，其主要原因跟试验土壤性质存在差异有

关，同时不同秸秆及其成分也有影响。植物秸秆的组

分影响秸秆分解速率以及养分和碱度、酸度释放，如

刺槐叶等能中和土壤酸度的程度取决于灰分中碱度

的含量[55]。秸秆分解程度、阴离子和阳离子的释放

以及微生物的固定都影响土壤的 pH。此外，植物含

有大量的有机氮，如蛋白质和氨基酸会矿化为 NH4
+ 

或 NO3
–，进而影响土壤的 pH。土壤则影响秸秆有机

物的分解进而影响土壤 pH。过低的土壤 pH 降低微

生物活性和缓解秸秆的降解速度。且土壤过低的 pH

对氮的硝化作用的影响大于氨化作用及其他氮循环

过程，同时土壤 pH也影响有机化合物在土壤胶体的

结合和解离以及反应。 

利用秸秆来消除土壤酸化的研究较多[25,56–57]。其

原理主要是利用秸秆中含有的丰富的碱基，以中和酸

度，而豆科作物碱基含量往往比非豆科的高，因此酸

度修复效果更好[57]。有机物质施用后土壤 pH的升降

与土壤初始 pH及有机物本身的性质有关[14,58]，由于

有机物组成成分的可变性和调节土壤酸度机制的不

确定性，导致了有机物质在改良土壤酸化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风险[59]。 

1.5.2  畜禽粪便类有机物    和化肥施用尤其是氮

肥施用受到的重视不同，畜禽粪便类物质对土壤酸化

的作用研究重视不够[60]。实际上，施用畜禽粪便类

物料对土壤酸化的影响可能与秸秆类有机物料相类

似，可能会加速土壤酸化，其酸化趋势除受畜禽粪便

本身携带的氮和有机物影响外，受土壤本身理化性质

(氮含量及含盐量)和初始 pH 及气候环境的制约。

如在施用化肥基础上增施有机肥对土壤酸化的影

响与等氮量下不同有机无机肥配合施用的酸化规

律不同 [34]。田间大量长期定位试验表明在化肥施用

的基础上增施有机肥对土壤酸化的变化规律并不一

致，如在湖南祁阳红壤(初始 pH 5.7)上连续 15 年增

施29 190 kg/hm2猪粪处理土壤pH较单施化肥处理提

高 1.2 单位，但增施猪粪量达 43 785 kg/hm2，土壤

pH比增施 29 190 kg/hm2猪粪处理降低 0.3单位；武

汉黄棕壤(初始 pH 6.3)上连续增施猪粪 20 年，土壤

pH与单施化肥处理基本相当；南昌岗地红壤(初始 pH 

6.5)20年施用猪粪替代 30% 化肥氮下，土壤 pH较单

施化肥处理降低 0.3单位[61]；湖南望城长期定位水稻

土，连续施肥 27 年下，增施猪粪处理 pH 比单施化

肥处理低 0.1单位，且达到显著差异水平[47]；牛文静

等 [62]在江苏吴江(太湖地区)21 年稻/油轮作研究表

明，化肥增施猪粪处理土壤 pH较单施化肥处理下降

0.45单位；在偏碱性土壤上，化肥增施有机肥对土壤

的酸化的影响更显著，李娟等[63]研究发现，褐潮土

长期增加施用有机肥肥显著降低 pH，达 0.23单位。

可见，畜禽粪便有机肥对土壤酸度的影响与土壤本身

反应有关。 

上述影响因素除了包含畜禽粪便本身携带的氮

及有机物施用后的氮、碳作用改变外，畜禽粪类物质

本身的理化性状可能对土壤的酸化产生影响，对酸碱

缓冲容量处于硅酸盐和盐基离子共同作用的缓冲体

系，畜禽粪携带的盐基离子对土壤酸化的趋势有重要

影响作用[64]。以 Na+、Cl–、SO4
2– 为主要盐基组分的

畜禽粪类物质更容易导致土壤酸化加速 [65]，而以

Ca2+、Mg2+、SO4
2– 为主要组分的畜禽粪便则可能减

缓土壤酸化的进程[66]。 

畜禽粪便施用后土壤氮、碳循环发生变化的同

时，对处于硅酸盐和盐基离子共同作用的缓冲体系土

壤，盐基离子库的动态变化是土壤酸化的重要影响因

素，盐基离子在土壤–植株–土壤水系统中的去向往往

决定土壤酸化的加速或消解，因此畜禽粪便加入后盐

基离子淋溶及被植物吸收转移量若大于盐基离子补

充量，则导致土壤盐基离子库的减少，导致土壤酸化

加速，反之则导致土壤 pH及酸容量的上升。国外有

研究表明，长期牛粪的施入导致大团聚体分散的增加

和养分的损失增加[67]，这是由于牛粪中含有较高的

单价金属离子和有机离子，这些化合物有助于胶体的

分散，从而使大团聚体破碎，导致盐基离子淋溶损失

增加。因此，对不同轮作系统，不同畜禽粪便投入下，

除氮循环影响外，盐基离子在土壤–水–植株系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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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规律往往决定土壤酸化趋势规律，而目前该方向

的研究亟待加强。 

2  结论与展望 

农业土壤酸化加速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

程，这些过程既受外源氮沉降、酸沉降的影响，同时

受肥料–土壤系统碳氮循环过程、植物选择性吸收、

根系呼吸及根系分泌物等影响，因此农业上不同种植

管理措施、施肥处理等因素影响显著。在我国，相当

一部分农田氮肥施用量很高，畜禽粪便类有机肥在设

施农业和特种作物上用量也很大，不合理施用氮肥及

畜禽粪便类有机肥往往导致土壤酸化的加速；而对常

规施肥农田，往往重产出轻投入，导致植物选择性吸

收的碱基移出土体，土壤碱基呈长期持续亏缺状态。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开展的关于土壤酸化的农业

影响研究工作仍然非常有限。因此，针对我国不同的

种植模式及施肥管理方式，开展相关的研究显得十分

必要。这些研究应该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①不同轮

作制度及种植制度下的碳、氮循环规律与土壤酸化作

用应当受到重视，不同生境下豆科及非豆科作物长期

种植下土壤酸化规律尚需加强研究；对作物系统通过

收获转移的灰化碱致酸量还需要进一步明确；②土壤

呼吸作用导致的重碳酸盐淋溶等致酸因素往往被忽

视。而实际上，碳酸的溶解对土壤 pH有潜在的巨大

作用，在微酸性和中性甚至偏碱性土壤上其致酸作用

需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③不合理施用秸秆、畜禽

粪便类有机物对土壤酸化及次生盐渍化的影响及机

理研究尚需深入，尤其对设施农业条件下，长期施用

畜禽类有机物对土壤次生盐渍化及酸化的影响及相

关关系更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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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cid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soil degradatio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play a key role on its 

acceleration.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effects of fertilizers, N cycling, C dynamic and organic matter management on soil 

acidification. The major reasons leading to acidification of fertilizers are contributed to the large amount of physiological acidic 

and containing acid, sulfur or chloride fertilizers application. The major processes leading to acidification during N cycling in 

soils include: 1) the imbalance of cation over anion uptake in the rhizosphere of plants either actively fixing N2 gas or taking up 

NH4
+ ions as the major source of N; 2) the net nitrification of N and the leaching of nitrate with a companion basic cation. The 

uptake of excess cations over anions by plant results in the acidification of the rhizosphere, and the removal of plant seed and 

residue which has access cation over anion results in the depletion of base cations and the increase of exchangeable acidity of 

topsoil. The root respiration and root exudates and bicarbonate leaching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riously. The role of 

plant residues and manures causes soil acidification differing in soil initial pH,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ash alkalinity of plant 

residues and the saline content of manures as well as the carbon and nitrogen cycling. 

Key words: Soil acidification; Nitroger cycling; Carbon dynamic; Residue; Manure 

 

 


